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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后启蒙时代的儒学复兴 

 

高瑞泉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上海 200062） 

 

 

摘 要：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启蒙主义”在中国遭到新的质疑而呈现出蛰伏

之势；与此相应的则是儒学的复兴。这两者此消彼长的相关性在 20 世纪上半叶

已经有过类似的表现。在这一波儒学复兴中，“生命儒学”、“知识儒学”、“政治

儒学”的次序大致上表现出了儒学从学理探讨走向政治诉求的过程。当然，它们

也受到来自启蒙主义与儒学研究者的批评；而我们在讨论这一时段儒学复兴现象

时，也须注意以下前提：一、启蒙主义在今日世界受到严重的挑战；二、国际环

境和中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三、意识形态的地位与作用发生了转

变；四、儒学本身也发生了诸多变化。 

关键词：“后启蒙时代”；儒学；新儒家；启蒙 

 

 

 

一 

 

为了论述的方便，对于题目中的“后启蒙时代”首先需要做些澄清。从最直

接的时段而言，文中的“后启蒙时代”是指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中国。20 世

纪 80 年代中国曾经有一场非常热烈的“新启蒙运动”，现在看来，它构成了最近

几十年中国经济起飞的思想先声。形式上，这场“新启蒙运动”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被打断，但是它内部的矛盾则成为而后“启蒙反思”的主题。 

1990 年 12 月，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在创刊不久的《二十一世纪》杂志上发

表了一篇题为《化解启蒙心态》的短文。此前杜教授在中国大陆已经以提倡儒学

的第三期复兴而闻名。这种活动与他所谓“启蒙反思”构成互为表里的关系。它

不但是对 20 世纪 80 年代“新启蒙”的批评，是对“五四运动”的批评，也是对

作为上述两者精神来源的西方启蒙主义的批评。不过，杜教授对启蒙运动或启蒙

价值的批评是相当温和的，这在他使用了一个多少有些难解的概念“启蒙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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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流露了出来。
①
杜的“启蒙反思”在中国大陆学术界很快得到相当广泛的呼

应，其中包括 20 世纪 80 年代主编过《新启蒙》、1989 年发表过著名论文《为五

四精神一辩》的王元化先生。王先生说： 

 

我认为，今天仍需继承“五四”的启蒙任务；但是“五四”以来（不

是“五四”时才有的）的启蒙心态，却需要克服。我所说的启蒙心态是指

对于人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过分的信赖。人的觉醒，人的尊严，人的力量，

使人类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但是一旦人把自己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视为

万能，以为可以无坚不摧，不会受到任何局限。而将它绝对化起来，那将

会产生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1] 

 

像他们温文尔雅的为人一样，两位教授对启蒙价值的批判都是非常克制的，

不过考虑到他们的哲学其实并不完全一致，因而其主要指向中国大陆思想界的批

评就具备了风气转移的标志意味。到 1997 年，远在海南岛的《天涯》杂志在当

年的第 5 期上发表了汪晖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它最早曾以

《中国的社会主义与现代性问题》为题发表在韩国的《创作与批评》上（1994

年，总 86 期），现在引起了国内知识分子的广泛关注和争论。
②
其中非常重要的

一点，是后来被人多少有些简单化地概括为“启蒙已死”的论断。汪晖对 20 世

纪 80 年代的“新启蒙主义”思潮有相当中肯的分析，在承认它对中国改革开放

的正面推动价值、现在依然是中国知识界的主要思想倾向的同时，也尖锐地断定： 

 

但在迅速变迁的历史语境中，曾经是中国最具活力的思想资源的启蒙

主义日益处于一种暧昧不明的状态，也逐渐丧失批判和诊断当代中国社会

问题的能力。 

 

汪晖的基本判断是，20 世纪 80 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并未完成其使命，全

球化已经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带入了中国，并且“造就了它自己的代言人”，曾

                                                        
①杜说：“植根于‘启蒙心态’的理性精神，确为现代文明创造了许多含义深刻的价值领域；市场经济、民

主制度、科学技术、人权、个体人格的解放以及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信念，都是以理性精神为特色的西方

人文主义的体现。作为五四运动的传人，我们不论对传统文化采取何种态度，都是西方启蒙的受惠者。其

实，理性精神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文化传统重点主流思想，这点无庸置疑。不过，我们应该真切认

识到‘启蒙心态’只是理性精神的突出表现而已，其中因反对神学本体论而导致的人类中心主义

（ anthropocentrism）和因强调工具理性而产生的科学主义（ scientism）都带有复杂的心理情节，常常暴

露出征服的意图。以‘动力横决天下’的西方潮流，虽然为人类开拓了史无前例的繁荣胜境，但也为人类

甚至一切生灵带来了危机。社会达尔文主义所显示的竞争哲学，不能为 21 世纪提供和平互惠之道已成为东

西方有识之士的公论。”（《杜维明文集》第五卷，武汉出版社，2002 年，第 261 页） 
② 事实上，这篇文章当时也引起了国外学术界的注意。美国的《社会文本》（ Social Text ）第 55 期以头条

位置刊出了该文的英文本，日本的《世界》杂志连续三期刊出了该文的日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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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显示出巨大动力性的启蒙主义命题如人的主体性、自由解放等等，在新的语境

中却无法应对现代性的危机。与杜、王两位先生将“启蒙反思”作为思想史的批

判性回顾不同，汪的“启蒙批判”是知识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因而也就更带

有根本的性质。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有人称汪晖预言了“启蒙已死”。 

这多少也与国际潮流有某种配合。詹姆斯·施密特为他编的《启蒙运动与现

代性：18 世纪与 20 世纪的对话》一书所作的导论开头就说： 

 

由于许多东西，启蒙运动已经备受责备。一些作者认为，它应该对法

国革命负责，对极权主义负责，对自然只是一个要被统治、处置和开拓的

对象这个观点负责。它已经以某种方式暗示了欧洲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

某些最具威胁的方面。[2] 

 

这里所说的，差不多在中国都可以找到对应的现象。 

正是首先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可以将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称做“后启蒙时

代”，而与之共生的另一个现象则是儒学的复兴。然而，紧接着我又觉得，将这

一现象仅仅局限于这十几年是不恰当、至少是不充分的。那容易给人以“启蒙”

在中国已经结束的错觉。因为如果综观 20 世纪中国史，就会发现“启蒙”之在

中国本来就是时起时伏、不绝如缕；与之相伴的则是对它的批评清算，以及儒学

的新的一轮的复活或高涨。 

20 世纪初的启蒙运动，至五四新文化运动而达到高潮。新文化运动的最简

单化的象征，通常被说成是“打倒孔家店”。然而正在这个时期，梁漱溟发表了

他著名的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公开预言儒家文化不仅还有内在的价值尤

其是伦理价值，而且应该是未来世界的正确方向。这个事件被认为是儒学在中国

依然具有生命力的信号和象征。现在称之为“现代新儒家”或“现代新儒学”这

样一个文化—哲学派别，由此而渐渐崛起。 

此后 20 世纪 30 年代又有过短暂的“新启蒙运动”（又称“新理性主义运动”）。
①
之所以说它短暂，是因为 1936 年发动起来的“运动”，到 1937 年第二次国共合

作开始，就销声匿迹了。与之相伴的是另一种势力：1934 年蒋介石发动新生活

运动、尊孔读经运动、强调古老的道德品行——礼义廉耻；同时依靠蓝衣社组织

的法西斯运动。这当然有其意识形态的考虑，既反对马克思主义，又反对自由主

                                                        
① 从 1936 年秋发起的“新启蒙运动”，主旨是要发扬五四传统，号召一切爱国分子发动一个反对异族奴役，

反对旧礼教、复古、武断、盲从、迷信以及一切愚民政策的大规模的新启蒙运动。提出在哲学上要与那种

外仁义而内残忍的旧传统思想作无情的斗争。其核心的人员何干之认为，“这运动是文化思想上的爱国主义

运动，是文化思想上的自由主义运动，是反武断、反独断、反垄断的三反运动，是建立现代中国的新文化

的运动”。（何干之《新启蒙运动与哲学家》）北平的左翼知识分子与报刊对此广为宣传，并有“新启蒙学会”

的组织成立。但是，1937 年抗战爆发和新的国共合作建立起来后，“新启蒙运动”即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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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以保护国民党政权，而采用翰德文所谓“世俗和理性的儒学”。国民党恢复

了对孔子的官方祭祀，孔子的诞辰是全国的节日，学生和军官要学习儒家经典。

所以费正清曾经以相当负面的态度论述过国民党政治与儒学复兴的关系： 

 

在统由地方党部监督之下，以地方宪兵、秘密警察、津贴教育、保甲

制度来实行的政治控制，是伴随着国民党中国传统儒学思想的复兴而成长

起来的..他们企图从经学中寻找新稳定的知识根据——由道德品行纯洁无

暇的领袖来统治，由对个人尽忠尽孝的人来服从。[3] 

 

被历史学家费正清等所忽略的是儒学复兴的另一个面相：熊十力、冯友兰等建构

了为后学所继承、发挥的新儒家哲学，尤其是心性形上学。它们是中国学者引为

自豪的 20 世纪最重要的文化创造之一。 

1949 年以后的近三十年中，儒学在中国大陆不仅没有保持其表面的尊荣，

而且留在大陆的新儒家如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等也没有再表现出新的哲学创

造。意识形态专家们口头承认马克思主义与启蒙运动的思想渊源关系，但是他们

宣称自己已经超越了启蒙思想。事实上，在文革中间，儒学固然被视为“封建主

义”的残余而声名狼藉，启蒙主义却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和“修正主义”，

因而也是更危险的敌人。然而，吊诡的是，文革结束以后真正取代“极左路线”

的恰恰就是启蒙主义或变相的启蒙主义。这当然是在国家意识形态半推半就的过

程中实现的。此外，中国的启蒙运动和它的另一个欢喜冤家——儒学——的关系，

也呈现出另一种吊诡的局面：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对传统文化包括儒学的批判而

出现的，却是最近十几年的儒学复兴。 

回顾这一段历史，无非是想说明我是在非常有限的意义上使用“后启蒙时

代”。它决不表示启蒙运动在中国已经结束，更不表示启蒙主义已经失效；而只

表示：如果 20 世纪 80 年代是启蒙主义昂起的时代，那么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则是“启蒙主义”在新的语境中遭受新的责疑而多少呈蛰伏之势的时期。它与儒

学之间这种“扯不断、理还乱”的此起彼伏、逆向共生现象，也许正折射出中国

现代性（Chinese Modernity）的重要特征。 

 

二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以五四运动的后继者的自觉，在文化倾

向上是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联盟；而在与儒学的关系上则表现为对儒家文化和

传统儒学尤其是其价值系统的严厉批判。这种批判当然是有争论的，因为它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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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现代”二分的范式中讨论问题，将中国现代化“止步不前”归咎为传统文化

及其核心儒学。而处于开放条件下的儒家学者却通过批评性地利用马克斯·韦伯

的理论和将“东亚四小龙”的现代化与“儒家文化圈”联结起来的论述策略，来

证明儒学不仅是悠久而广大的中国古代文明之核心，而且今天依然可以为中国的

现代化提供精神的基础。因此，这一轮的儒学复兴，最初的入口是“儒学是中国

实现现代化的有效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是接着启蒙主义的话头做保守

主义的文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将“科学”和“民主”确定为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

它也被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新启蒙运动”所继承。这就迫使儒学复兴必须走“曲

通”之路。在他们看来，科学、民主和国家现代化确实是中国人之所欲，但是中

国人面临的更严重的问题是“同一性危机”，只有把中国人的安身立命问题解决

好了，现代化才有其价值基础和精神动力。现代新儒家的诸位代表梁漱溟、熊十

力、冯友兰以及牟宗三、唐君毅已经做下了相当出色的创造。当“主体性”这个

哲学概念被作为推进个人自由和人的解放这样的启蒙主义目标的时候，儒学中人

强调说，新儒家哲学才是真正的主体性哲学。20 世纪中国哲学尽管有不同的派

别，其间充满着论争； 但是如何提供动力式文化精神的理论建构，是它们共同

的目标和“意图”。与通过描述动力式的客观世界图景及其自然法则来获得主体

能动性的进化论哲学，和以历史理论为中心、从主客体交互作用（“实践”）入手

去获得社会进步动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有所不同，现代新儒家以心性

论为主题，更多地是在主观精神领域发掘动力的源头。 

现代新儒家的这一哲学建构方式，被研究者称为“动力论的变革”（Dynamic 

Change），[4]并且是继承和发挥了宋明理学尤其是陆王一系的心学。与朱熹一系

的理学家将“性体”视为虚静的本体不同，王阳明的心学更重视心的能动性，在

他的系统中，良知或者心体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内在与发用流行中，因而具有

更多的动力性。现代新儒家将这样一种传统哲学与某些西方哲学家的学说相联

合，来建立他们的主体性理论。梁漱溟关注的中心在文化哲学，其核心概念是“意

欲”（Will）。他将王学的良知和柏格森的创造意志以及唯识论糅合在一起，意志

所表示的是主体的创生能力和实践能力，它足以支配整个宇宙；同时又“给予儒

学仁的概念以一‘动力论的直觉’（Dynamic Intuition）之新诠释”，因为梁的

直觉不仅是根本的认识方法，而且是知行统一的、具有自发性和实践性的德性。

熊十力继续向主体自身、尤其是主体的精神结构内部寻找动力源头的路向，其学

术思想已从文化哲学转变为宇宙—本体论的哲学建构。他创造的“心本论”肯定

真实的存在就是永恒的变化之流，其全部奥秘在于“翕辟成变”：宇宙中存在着

凝聚的趋势（翕）和刚健变动的趋势（辟），这两种趋势构成相反而相成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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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辟”是主导或主宰的力量，是拒绝物化、拒绝下坠的精神性力量。熊氏所

说的精神力量当然更多地属于道德主体。这一点为其后学牟宗三所继承，并通过

着力建构道德形上学来阐发主体的能动性。牟宗三认为我们人类有“无限的认知

心”，即康德所谓“智的直觉”。它是道德性的存在，同时“直觉之即创生之”，

就其绝对普遍性和自发的创造性而言，它又是宇宙论的原则。 

20 世纪 90 年代大陆学者表现出对这类儒家形上学的浓厚兴趣，以此为题的

论著为数众多，各个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以此为其学位论文的更是难以统计。因

此我们可以说“后启蒙时代”的儒学复兴的第一项表现，是现代新儒家的心性论

哲学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甚至追捧。在这派中人看来，西方哲学尤其是启蒙主义

以主客二分的认识方式一味向外逐物，自然无法“见体”、“得道”。它成为西方

现代性危机的根源。这样，以“儒学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有效资源”为入口的心

性论儒学复兴的结论却是：“儒学是对治现代性病症的良方。”中国传统哲学中间，

自孔子以后，也只有思孟—陆王（或朱熹）—到现代新儒家的一线单传的“道统”。

这种孤危的“判教”说，表现出很强烈的独断论色彩。 

 

三 

 

心性论的儒学随之受到批评和质疑。首先是来自外部的，这一方面的批评有

两种： 

第一种当然是来自启蒙主义的批评。当牟宗三把儒学界定为“生命的学问”，

并且说“中国文化之智慧，惟在能自生命内部翻出心性之理性，以安顿原始赤露

之生命，以润泽其才情气，并由之能进而‘以理生气’”的时候，[5]它意味着德

性之确立可以保证现代社会的普遍价值之获得。这种“内圣外王”的路径，即在

儒家道德的基础上“开出”科学和民主的理论，受到启蒙主义的强烈置疑。因为

在儒学的发展史上，本来并没有西方式的科学和民主，如何能够保证“内圣”之

学可以“开出”“新外王”——科学和民主? 对于这样一个经验或历史的问题，

新儒家回答以逻辑的论式：现在没有开出，不等于将来开不出! 同时，新儒家所

具有的文化民族主义色彩，也引起了人们的警觉。因为有些论者常常有意无意地

流露出华夏中心主义的倾向以及由此带来的狭隘心与自大感，似乎儒家文明是最

高明的，被赋予了拯救世界的使命，暗中可能导致种族中心主义和文化沙文主义。 

第二种批评来自姑且称之为儒学的研究者。由于最近一轮儒学复兴最初是从

学院内部发生的，即大多开始于大学中以治中国哲学或文史为业的教授们，他们

未必无条件认同儒家价值，而更多地会采取客观化或求知识的态度。与 20 世纪

80 年代对儒学的一味批评不同，他们承认新儒家哲学与实证主义哲学（包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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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主义的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构成了 20 世纪中国哲学三脚鼎立之势。

但是新儒家心性论本质上是实践的，因而它要求人尤其是著述者本身的“躬行践

履”；而且他们的高调道德理想主义以圣贤为理想人格。在一个没有圣贤的时代，

新儒家的这套理论注定会引发人们对新儒家代表人物个人道德的品评与省察，因

而产生对其真实性的疑问。他们对新儒家学术研究中价值优先的路径也提出了批

评。因为按照价值优先的原则来从事学术研究，而中国传统文化又被新儒家不仅

约化为儒学、甚至只是一线单传的思孟—宋明理学—现代新儒学派系，那么将根

本无法真实地认识传统文化本身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心性论儒学同时也引致了儒学内部的批评，这方面的批评也有两种： 

第一种是同样自称“为儒学说话”的人，不过不是心性论哲学家，而是历史

学家。余英时先生是其代表。1998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余先生的《现代儒

学论》，收录了论现代儒学的七篇论文，比较集中地表达了他对儒学复兴的看法。

与现代新儒家中相当一批人对五四激进主义的启蒙思想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不同，

余先生以为其有“内在根据”。他说：“我认为儒家的合理内核可以为中国的现代

转化提供重要的精神动力。然而我也不相信中国今天能够重建一个全面性的现代

儒家文化..儒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怎样和西方成分互相融合和协调才是问题的

关键所在。”[6] （《序》）其儒学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 16 世纪以来，儒家如何在

社会、政治、经济、伦理各方面都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它们又如何影响了

儒家在 19 世纪中叶以后对于西方文化的选择与接受。换言之，余先生以马克

斯·韦伯的论式来反驳马克斯·韦伯对于儒家文化缺乏动力性的结论，通过历史

叙述来描写在生活世界中的儒学“为中国的现代转化提供重要的精神动力”。 

作为历史学家，余先生对心性论儒学有许多批评。他批评新儒家“一线单传”

的“道统”论，赞成钱穆先生的“整个文化大传统即是道统”论；他批评新儒家

哲学论证的形而上学性质，认为“新儒家所讲的并不是普通意义的哲学，而是具

有宗教性的道体，是理性和感官所不能及的最高领域”，所以最后只能求助于“体

证”“证会”等神秘主义方法。这些批评已经使我们隐隐约约触摸到启蒙主义的

意味，更严重的批评是： 

 

根据新儒家的解释，传统儒家的“道”所完成的是道德主体的建立。

新儒家则在这个基础上推陈出新，使道德主体可以通过自我坎陷的转折而

化出政治主体与知性主体。这一创造性的转折便是新儒家给他们自己所规

定的现代使命。很显然的，这一理论建构必须预设新儒家在精神世界中居

于最高的指导地位。[6] （ P216） 

从新儒家第一代和第二代的主要思想倾向来看，他们所企图建立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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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一切文化活动的至高无上的“教”，而不是知识性的“学”；他们决不

甘心仅仅自居于哲学中的一个流派。这个“教”的地位在历史上大概只有

西方中古的神学曾经取得过，中国传统的儒家都没有达到这样的地步。[6] 

（ P223） 

根据我个人的了解，新儒家的主要特色是用一种特制的哲学语言来宣

传一种特殊的信仰。[6] （ P224） 

 

余英时先生称心性论儒家以“良知的傲慢”去对抗西方哲学“知性的傲慢”，

并且其“傲慢”更胜一筹，明确表示反对心性论儒学的道德主义独断论。这已经

涉及到新儒家试图在类似宗教信仰的前提下建立新的意识形态。且不论这样的批

评是否合理，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说这种批评的方式本身带有启蒙主义

色彩，似乎并不为过。 

第二种是这一轮儒学复兴中较为后起的，他们自称其学为“政治儒学”。2005

年三联书店出版了蒋庆先生在其系列论文基础上编纂成书的《政治儒学——当代

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将其关于复兴“政治儒学”的主张做了比较充分的

表述： 

 

我认为当代新儒家“本内圣心性之学开新外王”的路向已走不通。此

走不通有两点：一是儒家内圣心性之学。解决个体生命意义的问题，不解

决政治制度的建构问题；二是当代新儒家把儒家的外王事业理解为开出由

西方文化所揭橥的科学和民主（所谓“新外王”），如此则儒学不能依其固

有之理路开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政治礼法制度，即儒家式的外王大业。

夫如是，当代新儒家有“变相西化”之嫌，当代儒学则有沦为“西学附庸”

之虞..当代儒学必须转向，即必须从“心性儒学”转向“政治儒学”。因“政

治儒学”是儒家特有之“外王儒学”、“制度儒学”、“实践儒学”、“希望儒

学”，中国今后具有中国特色之政治礼法制度当由“政治儒学”重构，而非

由“心性儒学”开出。[7] 

 

蒋庆认为心性儒学已经是“西化”了的儒学，因为心性儒学实际上以启蒙主

义理想（科学和民主）为目标。他严厉地批评心性儒学，认为这样一种关注个人

生命存在的形上学系统，呈现出极端个人化、极端形上化、极端内在化、极端超

越化的倾向。这四种“极端”分别使新儒学走进四个盲点：不关注社会关系、具

体现实、礼法制度和当下历史。因此新儒家尽管在建构心性论上颇有成就，但终

究没有如愿开出“新外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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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儒学”对于心性论新儒家的批评几乎集中了以往人们对儒学的所有

批评。不过，以往人们对心性论儒学的批评，尽管也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区

别，但多少总与启蒙理想有关。而“政治儒学”的批评，几乎是极端保守主义的。

它不但是历史观和文化观的保守主义，而且是一种政治保守主义。他们认为中国

文化的重建需要“复古更化”，当代中国需要用儒家的政治智慧和指导原则来转

化政治现实，使未来中国的政治制度真正建立在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上。他们甚

至提出要建立“通儒院”、“庶民院”和“国体院”三院来分别代表“天心”、“民

心”和“历史文化之心”，进而解决政治的“三重合法性”。更明确些说，他们提

出要建立儒教来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这是后启蒙时代儒学复兴运动最具保守主

义性质、因而也是最极端的右翼。建立儒教的运动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曾经喧

嚣一时，“政治儒学”也曾有过像 20 世纪 30 年代蒋介石、陈立夫那样的模式，

即受到前引费正清所批评的以儒学来维持其专制独裁的政治设计。尽管蒋庆试图

以经今古文学之区别来划清“政治儒学”和“政治化儒学”的界限，但是在“复

古更化”上，“政治儒学”似乎向儒学原教旨主义走得太远了。 

 

四 

 

随着新儒家成为一时之显学以及它随之招致的各种批评，当代中国的儒学复

兴运动展现在哲学、史学、政治学和文化理论诸多方面，同时也在社会影响面和

普通人的精神生活中提升了其实际地位。 

这首先表现在如何对待“经典”的问题上。最近数年，中国高等学校在素质

教育或通识教育中，越来越强调阅读中国文化的经典，尽管各地对“经典”的解

释有宽窄的不同，但是孔孟和朱熹王守仁的著作入选是很普通的事情。因为似乎

形成了一个普通的共识：儒学文献如果不独占经典的话，至少也是经典的主体。

人们对经学的兴趣也比过去有所增加，由官方斥巨资支持的浩大工程“儒藏”已

经进行了数年，全国有数百名研究人员参与这项工程。若干所高等学校建立或恢

复了“孔子研究院”或者“国学研究院”，至于儒学研究的专门机构更不在少数。

少数著名高校举办了吸引企业高管参加的“国学班”或“国学讲堂”。在此之前，

已经有些大学试办了“国学班”，招收的本科生将专修与现有人文社会科学各学

科都不相同的“国学”课程。十分明显，它们的目标都是培养学术精英。 

出版社和现代传媒如电视对新的文化热点表现出更高的热情。于是有类似以

往的“说书”或“评书”的“百家讲坛”与出版社的炒作工程合作而造就的“文

化明星”。出版社的热情还倾注在为儿童读经服务上面。近十年来，各种有关儿

童读经的倡议和不同规模的实验曾先后出现。尽管它同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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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尚未导致义务教育的课程改革，但是，在此风气下，阅读乃至背诵儒家经典在

学校教学活动中和家长督促下的课余阅读中占据了远比以往更大的份额，是毫无

疑问的。 

在国家统管教育和文化事业的中国，上述变化如果说不全部出于国家意志的

话，至少也是得到默许的。而另一些变化则有助于进一步确认政府的态度。进入

21 世纪，作为对部分著名学者呼吁“文化走出去”的回应，中国开始在世界各

国成立“孔子学院”，目前的基本目标是推广汉语教学。中国的新举措可以说是

受到德国在世界各地举办“歌德学院”的启发。但是中国不办“鲁迅学院”（20

世纪 30—40 年代延安有“鲁迅艺术学院”俗称“鲁艺”）却以孔子为名号，多少

也证明了世风的转移和文化策略的改变。它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并非毫

无根据，毛泽东早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批判地继承”。另一个重要

领导人刘少奇曾经将儒家的“践履功夫”吸纳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一部分，

这在文革中引致了激烈的批判。不过现在我们很少看到官方报刊上的“批判”。

1989 年，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曾经出席大规模的孔子生辰纪念活动。如今山东曲

阜年年举行祭孔典礼，地方政府长官主持祭礼也是平常事情，因为那不仅为其辖

地增添了文化色彩，政治上有“统战”的意义，而且通常也会顺利地转变为商业

活动。 

描述这些超出儒学学理的社会现象，可以大致上说明后启蒙时代的儒学复

兴，在其进程中与实践的关系呈递进的形态。事实上，从上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

心性论儒学打其头，以为儒学是生命的学问，强调的是儒学指出了人的实在或实

存。其形而上学的走向本身是文化贵族式的。不过他们认为儒学价值“极高明而

道中庸”，是在日常生活尤其是伦理生活中体现的，学理上有走向生活的内在要

求。儒家价值的提倡吸引更多的人追求儒学知识，因而儒学复兴从哲学走向历史

学，这两者共同推进了儒学在社会教育中的地位。最后出现的则将儒学的实践性

推广到政治制度的设置和政治生活的理想，那就是“政治儒学”。这样“生命儒

学”、“知识儒学”、“政治儒学”的程序大致上也表现出儒学从学理探讨走向社会

生活的过程。 

 

五 

 

以上我用不短的篇幅粗略地描写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儒学在中国大陆复兴

的大致面貌。回到开头，我在解释“后启蒙时代”的时候，曾经说儒学复兴运动

在 20 世纪中国时断时续、不绝如缕。但是现在我们恐怕不能再采取叙说陈年故

事的态度，而应该注意到这一轮儒学复兴的历史条件、语境和内容的特殊性。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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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我们应该注意到最近的儒学复兴与以往的诸多不同。 

第一，启蒙主义在今日世界已经受到强烈的批评。启蒙理想本身的危机和后

现代主义的颠覆，使启蒙主义一时声名大跌。而在中国则表现为上世纪 90 年代

以来，文化保守主义第一次转变为思想界的主流。纵观中国整个 20 世纪，激进

主义（有时与自由主义联盟）基本上占据着思想界的主导地位，现在发生了根本

性的逆转。在激进主义的时代，儒学作为传统主义的资源，总体上是受批评的；

而在回到传统的年代，儒学复兴至少在社会心理的层面获得了 20 世纪从未达到

过的高度。 

第二，国际环境和中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20 世纪初，是中

国民族危亡最深重的时期，寻找救亡之路是当时中国诸种社会思潮的共同主题。

儒学不能承当这一历史使命是社会共识。1927 年以后，中国曾经有过现代化高

速发展的黄金十年，它被对日战争所打断。儒学有所复兴，新儒家中人大多抱着

为中国贞下起元，为中国人安身立命而兴亡继绝。所以民族主义促成了这场复兴

运动。但是国民政府本来缺乏意识形态的支持，其在政治上的失败与其对儒学的

利用被历史地联系在一起。而 20 世纪末中国之崛起已经成为世界瞩目的事件，

与大国地位相匹配的民族自主意识和民族文化自豪感空前高涨。愈演愈烈的全球

化浪潮又从多方面刺激民族文化的自觉。有人评论说：“中国保守主义最重要的

是其政治，尤其是它与民族主义和现代性的关系。保守主义关注的不只是文化问

题，更重要的是国家缔造问题。”[8]在坚持文化自主的背后是政治自主的要求。

这个论断是有一定道理的。 

第三，意识形态的地位与作用发生了转变。20 世纪中国经历了古代经学独

断论让位于各种思想自由争鸣，然后又由马克思主义取得一统地位的过程。文革

结束以后，教条化的意识形态步步退守，中国建立起市场经济的新秩序以后，重

建意识形态成为许多政治势力关注的问题。儒学的某些价值（譬如“和谐”的理

想等等）再次被发现。 

第四，儒学本身也发生了诸多变化。譬如，第一代新儒家虽然讲“返本开新”，

但是他们大多是进步主义者，而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对启蒙主义和进步主

义的批评，出现了裘锡圭先生批评的那一种盲目“信古”的倾向。[9]在这样的

风气中，当代儒家对于传统文化的缺陷和问题再也没有当初的新儒家那样的反省

精神。又如，第一代新儒家梁漱溟、熊十力等人对于宗教有相当矛盾的态度——

哪怕有很深的佛教信仰，却依然坚持儒家文化与宗教的区别，甚至有时还强烈地

批评宗教。而今天的儒者，却几乎不约而同地强调儒家传统的“宗教性”。不过，

按照通常的说法，儒家“终极关怀”的特点是“内在超越”。 

儒学复兴的前景如何? 这是任何一个关心当代中国儒学发展的人都希望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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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它可能演变为国家意识形态，或者出现一个强大的儒学原教旨主义吗? 还

是在与西方文化包括启蒙主义互相结合的过程中作出新的创造? 在功利主义、消

费文化和商业化的时代，儒学如何既进入民间生活，又保持其传统价值理想? 甚

至像“读经”那样的事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变当代中国的教育体制，而不流

为一种短暂的“时尚”? 所有这些都在未知的领域。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如果

21 世纪的儒学能够真正再度复兴，如宋明理学复兴儒学一样，那首要的条件是

儒学做出了划时代的变革和新的创造。也许这已在进行之中，但我们还不能清晰

地看到它的轮廓。 

 

 

参考文献： 

[1]王元化. 九十年代反思录[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43. 

[2] [美]詹姆斯·施密特. 启蒙运动与现代性： 19 世纪与 20 世纪的对话

[C].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1. 

[3]费正清. 美国与中国[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1. 187. 

[4]陈荣捷. 当代唯心论新儒学[C] / /. 罗义俊. 评新儒家. 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1989. 420 - 421. 

[5]牟宗三. 生命的学问[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9. 

[6]余英时. 现代儒学论[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7]蒋庆. 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M]. 北京：三联书

店，2005. 1 - 2. 

[8]冯兆基. 中国民族主义、保守主义与现代性[C].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

国近代史研究所思想史研究室. 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集刊：第四辑. 北京：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48. 

[9]裘锡圭，曹峰.“古史辨”派、“二重证据法”及其相关问题——裘锡圭

先生访谈录[J]. 文史哲，2007，（4）. 

 

 

 

 

 

 

 

 



 13

 

 

The Revival of Confucian ism in the Age of Post- Enlighte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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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1990s，“ Didacticism ”has been questioned again in Chinese 

social context and has la in dorm ant. Conversely，an emergent phenomenon is the 

revival of Confucianism. Such a correlation had appeared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It is revealed in the sequence of “Life Confucianism”， “Knowledge 

Confucianism” and “ Political Confucianism ”，which explains the process of 

Confucianism research from doctrinal interpretation to political appeal. Nevertheless，

during this period， 

Confucian thought has been greatly challenged by the researchers of Didacticism 

and Confucianism. Therefore，in analyzing the revival phenomenon，we bear in mind 

the following three premises： 1）Didacticism has received strong critic ism s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2）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China’s status has 

changed radically； 3）The ideological position and function has undergone a 

transformational change； and 4）Confucianism itself has changed a lot. 

Key words：Age of PostEnlightenment； Confucianism； new Confucianist； 

enlightenment 

 

 

 


